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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著作权侵权责任

熊　 琦

　 　 内容提要: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如何承担著作权侵权责任的问题上,由于我国相关

治理文件中未能对提供内容与提供服务加以明确区分,致使平台在主体属性和归责事由

上出现法源选择和适用的双重难题。 根据域外和我国长期适用“避风港”规则的司法经

验,法院一般以类推适用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版权侵权认定规则涵摄新兴网络服务

提供者类型。 虽然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在内容来源、生成过程和使用方式等方面都不同

于传统的信息存储空间和搜索链接服务,但在著作权侵权责任的认定上,仍有必要类推适

用。 就主体定位而言,在现有法律体系内,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仍属于网络服务提供者的

范围。 对于事前必要措施和事后必要措施的解释,一方面当特定提示语和侵权内容之间

出现稳定复现时,可将修改相关模型参数纳入必要措施范围;另一方面在延续适用“通

知—必要措施”的基础上针对合规通知的侵权内容中涉及他人作品的部分,增加内容标

注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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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琦,华中科技大学法学院教授。

一　 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平台作为内容传播和获取的主要渠道,在给公众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价值的

同时,亦面临着愈发难以抑制的大规模侵权问题。〔 1 〕 在技术的帮助下,“用户生成内容”
(User-Generated

 

Content)模式已经使普通网络用户获得了随时借助他人作品进行“二次

创作”的能力。〔 2 〕 如今“人工智能生成内容” ( AI
 

Generated
 

Content)的普及,则是再次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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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降低了网络用户生成内容的门槛,“全民创作”的时代真正到来。 作为直接向网络用户

提供人工智能技术的主体,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否因其所生成的内容侵犯著作权而承

担责任,将会直接决定人工智能产业的侵权治理成本和发展前景。 然而在此问题上,我国

和域外在司法判定上都存在不同结论。 我国有法院认为平台方由于“投诉举报机制欠

缺、潜在风险提示欠缺、显著标识欠缺”,且未能采取一定的技术性措施来避免生成与原

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所以应承担侵权责任,〔 3 〕 相当于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视为内

容提供者且认定为直接侵权责任。〔 4 〕 但也有法院在认定同类争议时提出,平台对用户输

入涉嫌侵权的提示语及其对生成内容的传播行为并不当然负有事先审查义务,只有当其

对具体侵权行为具有过错时才可能构成帮助侵权,〔 5 〕 这显然是以间接侵权规则来审视平

台的行为。 而在美国的相关诉讼中,法院基本驳回了原告提出的平台间接侵权之诉,认为

原告未能证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有能力监督涉嫌侵权的行为或者从该行为中直接获取

经济利益,〔 6 〕 其中对监督和直接获利的考量,明显是将平台视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并纳入

“避风港”规则的免责范围。
  

新技术对著作权制度的影响在历史上乃是常态,无论是广播时代“索尼”案中的著作

权人与录像设备生产者之争,还是互联网时代 Grokster 案和谷歌图书馆案中的著作权人

与各类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分歧,版权产业和著作权法始终根据技术发展进行调整。〔 7 〕 本

次冲击的不同之处在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开始根据用户提示语提供具有独创性的新

内容,原作品和新内容的差异,以及用户主动提示和平台被动生成之间的关系,都意味着

既有规则面临如下挑战。
  

第一,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提供内容的主体还是提供服务的主体的认定争议。 无

论是线上还是线下,传统内容提供模式一直是拥有内容的一方单方面向用户提供,而生成

式人工智能平台是被动基于使用者的提示语生成内容,内容生成的意图和结果皆来自用

户,导致现今直接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认定为内容提供者的司法结论存在问题。 另外

从法源基础上看,我国相关行政规章的表述本身就存在冲突。 2023 年《生成式人工智能

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将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定义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包括通过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
个人”,其中使用的仍然是“提供服务”的表述。 但在该办法第三章服务规范的规定中,又明

文规定“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 那么人工智能平台究竟是提供

服务还是提供内容,不但文件内涵和表达存在差异,司法判决的结果也并不统一。
  

第二,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否适用“避风港”规则的争议。 无论是认定为直接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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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间接侵权的判决,都认为人工智能平台未能满足事前和事后必要措施的要求。 从事

前必要措施看,法院认为平台未能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要求提供

投诉举报机制、潜在风险提示和显著标识;从事后必要措施看,法院提出平台应当“进一

步采取关键词过滤等措施,防范其服务继续生成与涉案作品实质性相似的图片”。〔 8 〕 可

见,法院显然将上述措施视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免责的前提,这其实是延续了在网盘和

算法推荐等争议问题上部分法院要求将过滤纳入平台必要措施的裁判趋势。 上述争议既

包括主管部门公法性质的管制性文件是否能直接作为著作权侵权认定的法源基础,〔 9 〕 也

包括“避风港”规则和著作权侵权规则体系在多年的本土化改造后如何应对生成式人工

智能平台的侵权责任认定。 裁判规范的选择不但会决定平台责任承担方式是否调整,更
会影响人工智能产业的未来发展。

  

质言之,不同互联网平台在技术和商业模式上的特点,使得其技术成本和信息管理能

力亦存在巨大差异,是类推适用既有规范及其解释经验还是创设新的规范,则需要结合生

成式人工智能的技术特点和治理成本来讨论。 有鉴于此,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侵权

规则的法源梳理与适用,需要首先明确提供内容和提供服务的标准,确立生成式人工智能

平台主体的属性。 在此基础上系统反思我国和域外在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等传统网络服务

提供者类型上积累的裁判经验,根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技术和商业模式界定其事前和

事后必要措施的范围。 以激励版权产业与人工智能产业合作为目标,构造生成式人工智

能平台著作权侵权认定问题上的新的解释路径,为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的协调发展提供

司法裁判上的稳定预期。

二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主体属性的类型认定
  

长期以来,互联网平台直接侵权和共同侵权的区分,都是基于其所实施的行为。〔10〕

如果有证据证明平台直接参与了向公众提供作品的行为,就需作为内容提供者纳入直接

侵权的判定标准下检视,反之,如果平台存在帮助或引诱等行为促成直接侵权的实现,则
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检视共同侵权规则的适用。 同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纳入既

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还是需要另立新类型,也需要在充分比对其行为与既有规范要件

的基础上确定,其后才涉及适用直接侵权抑或共同侵权的规范。
  

在既有制度体系中,何谓“网络服务提供者”并无一个明确的界定规范。 为世界各国

所仿效的《数字千年版权法案》 (Digital
 

Millennium
 

Copyright
 

Act,DMCA),乃是采取列举

的方式逐一设定不同网络服务类型的免责条件,但对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概念本身既不存

在一个统一的定义,也没有明确提供内容与提供服务的边界。 根据该法案,可以适用“避

·52·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著作权侵权责任

〔 8 〕

〔 9 〕

〔10〕

参见广州互联网法院(2024)粤 0192 民初 113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 0192 民初 1587 号民事

判决书。
更高注意义务的要求,其中也存在公法侵蚀私法领域的表现。 相关研究参见姚志伟:《公法阴影下的避风港———
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审查义务为中心》,《环球法律评论》2018 年第 1 期。
U. 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May
 

21,
 

2020,
 

p. 23.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风港”规则的“服务提供者”(service
 

providers)包括四类:(1)为第三方提供在线内容传输

渠道服务;(2)为通过互联网传输内容提供临时存储空间服务;(3)为用户提供内容存储

空间服务;(4)为用户提供信息定位或链接服务。〔11〕 对于第一类仅提供传输服务的服务

提供者,该法案将其定义为“根据用户指定进行点对点数字化在线内容传输或链接服务,
且不会对传输内容进行任何修改”的主体。〔12〕 而针对仅提供传输服务以外的服务提供

者,该法案则更广义地界定为所有“提供在线服务或网络接入服务的提供者或服务设备

运营者”。〔13〕 从中可见,网络服务提供者乃是在技术中立前提下为用户提供传输、存储和

获取内容等技术支持的主体。〔14〕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 (下称“《信网权条

例》”)及相关司法解释,也移植了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四种类型化列举。 这种以列举具

体类型来界定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立法模式,主要是因为早期互联网平台所提供的商业模

式有限,所以仅在其信息管理能力范围内承担制止侵权行为,“避风港”规则中最重要的

“通知—必要措施”义务,只需涵盖信息存储空间和搜索链接这两类有能力影响内容传输

的平台即可。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迅速普及后,我国已有相关规范加以跟进,但其在私法领域的主

体属性却出现了法源上的混乱。 依据我国现有相关政策性文件和司法判例,生成式人工

智能平台是纳入既有类型还是创设新类型,甚至归入内容提供者范畴的尝试都已在实践

中出现。 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一方面在第 22 条中将“生成式人工

智能服务提供者”定义为“利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包括通过

提供可编程接口等方式提供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组织、个人”,另一方面在第 9 条中

又提出“提供者应当依法承担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责任,履行网络信息安全义务”。 其中

“网络信息内容生产者” 这一概念,又来自 2020 年 《 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
第 41 条,是指“制作、复制、发布网络信息内容的组织或者个人”。 可见现有规章存在提

供内容与提供服务不分的矛盾,在概念设定上使用“服务提供者”的表述,但在责任认定

上又以“内容生产者”为标准。 无论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还是《网络信

息内容生态管理规定》,其上位法都是《网络安全法》 《数据安全法》等公法性质的行政法

律法规,显然不能直接作为著作权领域争议问题的法源基础。 故此,在应对著作权侵权问

题时,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主体属性仍然需要回归私法规范,即根据提供者的具体行为

来决定是否适用“避风港”规则。〔15〕
  

在提供服务和提供内容的区分问题上,我国从作为特殊法的《信网权条例》到作为一

般法的《民法典》都将直接提供内容的互联网平台称为“网络服务提供者”,与提供内容的

网络用户等同对待。 换言之,我国针对提供内容和提供服务的区分同样是在网络服务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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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者这个统一的概念下通过平台具体行为进行个案认定,然后在法律效果上分别归入直

接侵权和共同侵权的判定体系,并将直接或以实质替代等方式提供作品纳入直接侵

权。〔16〕 所以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主体属性,取决于生成内容的服务是否构成直接提供

作品。 如果单纯着眼于生成结果,用户通过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所获得的大部分内容确

实可视为作品。〔17〕 但其中特殊之处,却体现于在内容来源、生成过程和内容传播三个方

面如何认定平台的参与程度上,这些问题在已有判例中鲜有深入论证。
  

首先,从内容来源看,涉嫌侵权的作品既不是由平台主动提供,也并未事前存储于平

台服务器中。 用户输入提示语后,后续的生成过程是以大规模语言模型预训练的算法自

动完成。 如果平台同时是人工智能的设计者,则平台方仅在模型训练阶段塑造过人工智

能生成内容的风格和偏好;如果平台使用来源于他人设计的人工智能,那么更是在所有环

节都没有参与生成。 无论属于上述何种情况,可以确定的是,平台既未主动使内容处于用

户可获取的状态,也没有主动向用户推送内容。
  

其次,从生成过程看,平台无法决定所生成的内容中蕴含何种元素。 人工智能乃是根

据用户“定制”生成内容,即使同一用户多次输入相同提示语,所获得的内容也可能不同。
在域外针对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展开的诸项诉讼中,法院就已经明确驳回了原告著作权人

请求认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构成直接侵权的诉讼请求,认为人工智能算法并非拼贴或

洗稿工具,除非直接证明原作品的一部分被包含在所生成的内容中,否则生成后的内容并

非未经许可制作的改编作品。〔18〕 这说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并非是从已有作品中直接摘

取具有独创性的元素来形成新作品,而是在前期通过机器学习获得大量同类作品的风格、
逻辑和表达方式等,然后根据用户的需求生成新内容。

  

最后,从使用方式看,内容生成和向公众传播两个环节应区分对待。 在第一个环节

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类似于提供搜索引擎服务,都是基于用户的输入提供内容,差别

在于用户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那里获得的是新的内容。 在第二个环节中,由于公开传

播内容的主体是用户,平台仅向用户提供其定制的内容,并未使内容处于公众可获取的状

态,其行为显然不满足信息网络传播权中“向公众提供”和“公众在其选定的时间地点获

取”这两个要件。
  

综上可见,虽然用户有获得特定内容的事实,但该内容既非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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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17〕

〔18〕

参见《信网权司法解释》第 3、5 条;
 

Religious
 

Tech. Ctr. v. Netcom
 

On-Line
 

Commc‘n
 

Servs.,
 

Inc.,
 

907
 

F. Supp. 1361
 

(N. D. Cal. 1995)。 本案亦被视为“避风港”规则在判例法上的源头。 Se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Report
 

105-551
 

(Part
 

1),
 

WIPO
 

Copyright
 

Treaties
 

Implementation
 

And
 

On-Lin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Limitation,
 

105th
 

Cong.,
 

2d
 

Sess.,
 

May
 

22,
 

1998,
 

p. 11.
相关判例参见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人民法院(2019)粤 0305 民初 14010 号民事判决书;北京互联网法院(2023)
京 0491 民初 11279 号民事判决书。 域外人工智能技术领先的国家则在充分征求各界意见后认定,只有在生成

式人工智能作为辅助工具而不是替代人类创作的前提下,所生成的内容才具有可版权性,所以作者身份只能个

案认定。 See
 

U. S. Copyright
 

Office,
 

Copyright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art
 

2:
 

Copyrightability,
 

Library
 

of
 

Con-
gress,

 

January
 

2025;
 

Thaler
 

v. Perlmutter,
 

687
 

F. Supp. 3d
 

140,
 

143
 

(D. D. C. 2023) .
See

 

Kadrey
 

v. Meta
 

Platforms,
 

Inc.,
 

23-cv-03417-VC
 

(N. D. Cal. Nov. 20,
 

2023);
 

Andersen
 

v. Stability
 

AI
 

Ltd.,
 

23-cv-
00201-WHO

 

(N. D. Cal. Aug. 12,
 

2024) .
 

我国也有法院持相同观点,认为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于用户使用行为的

结果并不具有可识别性和可干预性,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 0192 民初 1587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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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也没有事先存储于平台的服务器上,所以平台不构成信息网络传播,仍然以网络服

务提供者的身份适用“避风港”规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中不区分提

供内容和提供服务,意在实现公法领域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但不应直接

适用于著作权领域。 同时,鉴于现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具体类型与“避风港”规则提供的

具体免责条件对应,创设全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就需要对其归责和免责条件加以全

面设定。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尚在快速发展的阶段,如果在立法上将生成式人工智能

平台作为全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创设规则,短时间不可能做到立法的科学化和全面性。
我国虽有法院在认定结论上提出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提供的是“新型网络服务”,但从判

定方法看,其仍然认为平台对不受其控制和干预的传播行为不负有事先审查义务,〔19〕 事

实上完全采取了基于《信网权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侵害信息网络传播权民事

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信网权司法解释》”)的区分标准,并未设定

任何新规则。 故此,与其不断根据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频繁修改法律,不如选择类比已有

相关主体类型的制度安排,通过准确对具体情形下“应知”和必要措施的解释来界定生成

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侵权责任。

三　 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化涵摄的制度意义
  

将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界定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意味着其仍然可以适用“避风港”规

则。 但平台侵权责任的具体认定,却无法直接套用现有解释路径。 即使《民法典》出于覆

盖所有民事权利的需要没有具体划分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著作权领域的网络服务也

仍在司法实践中借助司法解释和相关审理指南坚持类型化判断。 首先依据特别法优于一

般法的原则,以《信网权条例》规制可纳入法定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次才针对超出

法定类型但又属于提供网络服务的互联网平台适用《民法典》的网络侵权条款。 这种具

体类型与具体侵权责任对应的立法模式,主要意义在于尽可能根据网络服务提供者所提

供服务的性质、方式及其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来合理安排归责和免责事由,避免法定义

务超越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信息管理能力。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而言,究竟是在网络

服务提供者的范围内新设归责事由,抑或在针对其商业模式特征的基础上为必要措施的

认定提炼具体解释,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回溯历史可以发现,如何规制新商业模式驱动下产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其实有先例可

循。 随着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迭代,互联网平台所提供服务的丰富程度已远超出“避风港”规
则所列举的四种传统类型。 一方面移动互联网时代“用户生成内容”模式的普及,使网络

用户大量使用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进行二次创作成为常态,不但大规模侵权和重复侵

权显著增长,而且平台与著作权人收益之间出现了越来越大的“价值差” (value
 

gap);〔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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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20〕

参见杭州互联网法院(2024)浙 0192 民初 1587 号民事判决书。
See

 

Jane
 

C. Ginsburg
 

&
 

Luke
 

Ali
 

Budiardjo,
 

Liability
 

for
 

Providing
 

Hyperlinks
 

to
 

Copyright-Infringing
 

Content:
 

Interna-
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Perspectives,
 

41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the
 

Arts
 

153,
 

174
 

(201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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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互联网平台在当今社会的重要性和经济实力,都远胜“避风港”规则诞生时依靠

“门户网站”传播内容的 Web
 

1. 0 时代,因而平台有能力获取市场优势地位。〔21〕 各国都

试图改进规制手段来应对上述问题。
  

美国作为互联网产业长期强势的国家,亦是“避风港”规则的创设之地,理应引领和

细化针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立法,然而其至今却始终坚持通过扩大解释存储空间服务来

吸纳新兴互联网商业模式。〔22〕 从 P2P 软件分享平台、电子商务平台到“用户生成内容”
平台,都先后通过法院判决类推适用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的规范,延续了“避风港”
规则中的“通知—删除”义务。〔23〕 选择以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来涵摄新的服务类型,可视

作美国判例法传统和产业博弈考量相结合的产物。 “旧瓶装新酒”的原因,主要在于信息

存储空间服务乃是提供其他服务类型的基础,无论是传统的“用户生成内容”还是算法推

荐平台,都仍然是以提供信息存储空间为基础的网络服务提供者。 在此基础上,针对新型

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构成“不知悉具体侵权行为”和“未直接获取经济利益”这两个共同

侵权要件,并以此要求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尽到注意义务并阻断网络用户非法使用信息

存储空间后,可以起到与原先规制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相同的效果。 如此一来,在信息存储

空间服务上积累的大量判例经验就能类推适用,一方面省去了另设新规的繁琐和困难,另
一方面也实现了以类推解释来保障同等对待同类行为的效果。 我国司法实践虽然没有明

确以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归责事由涵摄新兴类别网络服务,但立法上已经实现《民法典》
“网络侵权条款”对《信网权条例》的兜底和补充,而且“网络侵权条款”的“避风港”规则

完全是对该条例同类规则的移植与细化。 故此,实践中我国法院其实无需借助扩大解释

的手段应对新问题,只需要直接适用《民法典》即可实现同类规制。〔24〕 但在判断特定网

络服务提供者是否“知道”以及如何承担“必要措施”问题上,仍然需要根据具体服务类型

来形塑判定标准。
  

法院在裁判中偏向于采取一种谨慎解释的司法态度,目的在于避免将技术创新等同

于概念创新,不过于看重网络服务在技术和新商业模式上的变化,而是继续从平台实际的

信息管理能力出发,将互联网产业整体视作处于发展进程中的产业类型。 事实上即使是

在同一细分领域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各自规模和信息管理能力也存在很大差别。〔25〕 所以

针对采用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立法和司法上的基本立场也依旧是在

归责事由上予以重点考虑,以避免过分增加平台的治理成本。 实践中那些拥有大规模用

户的平台,在经济实力和地位上一般具有两项优势,一是有条件使用包括算法过滤在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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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22〕
〔23〕

〔24〕

〔25〕

See
 

Giancarlo
 

F. Frosio,
 

The
 

Death
 

of
 

“No
 

Monitoring
 

Obligations”:
 

A
 

Story
 

of
 

Untameable
 

Monsters,
 

8
 

Journal
 

of
 

Intel-
lectual

 

Propert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E-Commerce
 

Law
 

199,
 

201
 

(2017) .
See

 

U. S. Copyright
 

Office,
 

Section
 

512
 

of
 

Title
 

17:
 

A
 

Report
 

of
 

The
 

Register
 

of
 

Copyrights,
 

May
 

21,
 

2020,
 

p. 94.
See

 

Cf. 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
 

334
 

F. 3d
 

643,
 

655
 

(7th
 

Cir. 2003);
 

Corbis
 

Corp. v. Amazon. com,
 

Inc.,
 

351
 

F.
Supp. 2d

 

1090,
 

1110
 

( W. D. Wash. 2004);
 

Viacom
 

International,
 

Inc. v. YouTube,
 

Inc.,
 

676
 

F. 3d
 

19
 

( 2d
 

Cir.
2012);

 

In
 

re
 

Aimster
 

Copyright
 

Litig.,
 

252
 

F. Supp. 2d
 

634,
 

658
 

(N. D. Ill. 2002) .
参见孔祥俊:《“互联网条款”对于新类型网络服务的适用问题———从“通知删除”到“通知加采取必要措施”》,
《政法论丛》2020 年第 1 期,第 63 页。
See

 

Annemarie
 

Bridy,
 

The
 

Price
 

of
 

Closing
 

the
 

“Value
 

Gap”:
 

How
 

the
 

Music
 

Industry
 

Hacked
 

EU
 

Copyright
 

Reform,
 

22
 

Vanderbilt
 

Journal
 

of
 

Entertainment
 

&
 

Technology
 

Law
 

323,
 

349-350
 

(2020).

环 球
 法

 律
 评

 论

GLO
BAL

 LA
W R

EVI
EW



各种技术措施来帮助抑制侵权问题,二是有能力从包括集体管理组织和出版机构等拥有

大量作品著作权的权利人获得授权。〔26〕 但对于中小规模特别是初创阶段的互联网平台

来说,上述优势显然不可能在其可承受的成本范围内获得。 如果改变“避风港”规则而提

升注意义务标准,不但会导致不正当竞争,更会抑制平台新兴商业模式的发展。〔27〕 早期

针对短视频平台的判决中,美国法院就曾坚持以既有规则涵摄视频类社交媒体平台,将知

晓的对象继续限制在具体而非一般的侵权事实范围内,并未提高其注意义务标准。〔28〕 相

比而言,我国在此问题上同案不同判的情况则较为明显,特别是在算法推荐和算法过滤的

案件中,法院对必要措施范畴的认定呈现出差异化认知。
  

与美国不同,本土互联网产业一直处于弱势地位的欧盟,早已呈现出强化互联网平台

法定义务的立法趋势。 在 2019 年《数字单一市场版权指令》 (Directive
 

on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DSM
 

Directive,下称“《单一市场指令》”)中,欧盟同样选择了在信息

存储空间类服务上调整设定。 但与美国司法实践中直接以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涵盖新兴互

联网商业模式不同,《单一市场指令》是根据平台规模的差异,在现有信息存储空间服务

提供者类型中划分出一类新的“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 (online
 

content-sharing
 

service
 

providers,
 

OCSSPs),即“主要以存储和向公众大规模提供由用户上传之作品为营利性服

务内容的互联网平台”,〔29〕 不但要求平台在事前“尽最大努力获得授权”,而且必须于事

后“尽最大努力阻止重复侵权”。 如未满足上述要件,平台将被视为直接侵权而不适用

“避风港”规则。
《单一市场指令》第 17 条构建了三层叠加式的免责体系,全面涵盖了从事前到事后

的平台义务。 第一层是事前义务,即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尽最大努力对其平台

上传播的作品获得授权。 在满足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第二层是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

供者尽最大努力保证著作权人已向平台提供必要信息的作品不会在该平台被获取。 第三

层是要求在线内容分享服务提供者尽最大努力保证基于权利人合规通知被移除的非法内

容不会被再次上传。 但与此同时,本条亦明确“不应导致一般监控义务” ( general
 

monito-
ring

 

obligation)。〔30〕 随后,欧盟又在 2022 年“为用户生成内容专门设计”的《数字服务法

案》(Digital
 

Services
 

Act,DSA)中重申了对上述规则,〔31〕 并进一步在“在线内容分享服务

提供者”的基础上设定了“在线平台”和“超大规模在线平台”两类主体类型,后者作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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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27〕

〔28〕

〔29〕
〔30〕

〔31〕

以谷歌公司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在实践中就是通过引入技术手段和集中权利等方式来取得竞争优势。 See
 

Martin
 

Husovec,
 

The
 

Promises
 

of
 

Algorithmic
 

Copyright
 

Enforcement:
 

Takedown
 

or
 

Staydown?
 

Which
 

is
 

Superior?
 

And
 

Why?,
 

42
 

Columbia
 

Journal
 

of
 

Law
 

&
 

the
 

Arts
 

53,
 

75
 

(2018).
See

 

Christophe
 

Geiger
 

&
 

Bern
 

Justin
 

Jütte,
 

Platform
 

Liability
 

Under
 

Art. 17
 

of
 

the
 

Copyright
 

in
 

the
 

Digital
 

Single
 

Market
 

Directive,
 

Automated
 

Filtering
 

and
 

Fundamental
 

Rights:
 

An
 

Impossible
 

Match,
 

70
 

GRUR
 

International
 

517,
 

523
 

(2021) .
See

 

Viacom
 

Int’ l,
 

Inc. v. YouTube,
 

Inc.,
 

676
 

F. 3d
 

19,
 

26
 

(2d
 

Cir. 2012);
 

Capitol
 

Records,
 

LLC
 

v. Vimeo,
 

LLC,
 

826
 

F. 3d
 

78
 

(2d
 

Cir. 2016) .
DSM

 

Directive,
 

art. 2
 

(6) .
See

 

DSM
 

Directive,
 

art. 17.
 

See
 

Martin
 

Husovec,
 

How
 

Europe
 

Wants
 

to
 

Redefine
 

Global
 

Online
 

Copyright
 

Enforcement,
 

in
 

Tatiana
 

Synodinou
 

ed.,
 

Pluralism
 

or
 

Universalism
 

in
 

International
 

Copyright
 

Law,
 

Kluwer
 

Law
 

International,
 

2019.
特别是在“一般监控义务”的禁止上,《数字服务法案》第 7 条继续维持了《单一市场指令》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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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服务的用户规模达到四千五百万的平台必须承担更高的注意义务标准,使得该法案成

为完全根据平台规模来确定法定义务程度的典型。〔32〕 但这种以规模设定义务的类型化

路径,实践中被专门针对的显然就是谷歌、脸书和亚马逊等极为有限的几家互联网平台,
所以并未从整体上显著增加绝大多数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的法定义务,仍然是局限

在信息存储空间类服务基础上的有限调整。
  

由上可见,美国和欧盟作为创设和调整“避风港”规则的先行者,虽然基于各自产业

特点在注意义务的设定上有不同选择,但在面对日新月异的互联网商业模式时,都没有贸

然创设全新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类型,而是选择在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基础上进行涵摄和

调整。 欧盟通过立法所调整的平台注意义务,也是将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大类中运营规模

较大的那部分单列出来,仍然维持了“避风港”规则最初的类型化标准和具体化的免责设

定,从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这一既有网络服务类型的侵权构成要件来涵摄新兴服务。
长期延续此种安排的原因,既是希望继续利用“避风港”规则保障新兴商业模式的发展,
也是对未知发展方向的敬畏。 针对互联网这一仍然在不断融合包括人工智能在内的新技

术,且处于快速发展进程中的产业类型,在法律规范进行任何调整前都需要充分考虑一切

类型和规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33〕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而言,延续这种路径也是现

阶段更为可行的安排。 从法律解释的角度看,这种类推适用和等同对待也意味着按照同

一法律视角来对既存差异加以抽象。〔34〕 当新出现的平台服务类型与既有服务类型在差

异上并未达到区分对待的程度时,两种情形的共同要素即应该通过类推使用来赋予相同

法律后果,以使法律上的同等对待原则得以贯彻。 特别是在我国著作权法与其他类别的

知识产权法相比修法频率较低,且人工智能产业仍处于快速迭代的现实情况下,一方面应

基于《民法典》“网络侵权条款”的解释来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侵权认定,另一方面

应以技术上存在相似性的网络服务侵权判例为参照,在不动摇既有法律稳定性的基础上

通过类推和扩张解释,及时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商业模式运作中的侵权问题。

四　 事前与事后必要措施的范围界定
  

基于既有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类型以及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运作原理,在司法裁判

中可以在纳入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特殊性的前提下,借助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和搜索链接

服务的裁判经验来应对侵权认定问题。 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在内容存储上的争议,
可以类推适用信息存储空间服务提供者的规则。 在内容获取阶段,人工智能模型一般通

过网络爬虫等技术手段从互联网获取内容,然后存储到服务器中进行转码、汇总和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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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即使在运作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并非主动且直接使用原作品,平台在内容存储上

仍然需要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作为前提。 再者,针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在内容提供上的

争议,可以类推适用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的规则。 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与搜索链接服务

类似之处,在于平台的服务目的是尽可能准确地向用户提供其需要的内容。 与之类似,生
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同样无法预知提示语与所生成的作品,用户也完全有能力同样借助算

法绕开被技术措施限制的词句,无论是事前屏蔽抑或事后删除都无法有效解决侵权内容

的生成问题。 因此,根据信息存储空间服务与搜索链接服务已有的解释规则和司法积累,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侵权认定的要件,可以通过“应知—必要措施”和“通知—必要措施”
的解释来应对。

(一)“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行为应采取的必要措施”释义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而言,适用“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行为应采取的必要措施”
的关键,在于如何解释“应知”和如何界定应知后的必要措施范围。 我国《信网权司法解

释》将“明知”限定于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采取必要措施的情形,但对“应知”则

是从积极要件和消极要件两个方面作出不完全列举。 积极要件是指平台对涉嫌侵权的内

容进行整理、编辑或推荐等主动行为;消极要件则是指平台未能基于应具备的信息管理能

力来预见和预防侵权行为。
  

从积极要件的层面看,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需要考虑其行为是否构成“主动对作品、
表演、录音录像制品进行了选择、编辑、修改、推荐等”。 类似行为是否应认定为构成主动

参与的争议,之前在算法推荐问题上也曾出现。 但即使在要求算法推荐平台应承担更高注

意义务的案件中,法院仍然认为算法推荐技术的适用不属于主动编辑或推荐。〔35〕 相比之

下,人工智能是根据用户的需要定制内容,只有用户在提示语中明确要求使用受著作权法保

护的作品,算法才会在内容生成时加入,所以平台更不构成对作品的主动编辑、修改或推荐。
从消极要件的层面看,认定与平台信息管理能力相适应的注意义务与合理预防程度不

可能有客观标准,只能依赖行业标准的积累和司法中的个案考量,因而也是司法认定争议最

为集中的部分。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和相关法院发布的司法解释和指导意见中,都是根据具

体类型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来对需要满足的构成要件进行不完全列举,同时根据网络服务的

性质、方式、引发侵权的可能性大小、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管理能力、是否积极采取了预防侵权

的合理措施,以及行业的平均预见水平和制止侵权的平均管理能力等因素加以判定。〔36〕
  

具体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注意义务认定,上述在司法裁判中积累的判定经验,可
以结合提示语的侵权明显程度以及提示语与侵权内容的关联性加以类推适用,在此基础

上考量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否有能力预知提示语中包含的侵权意图。 由于提示语完全

源自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平台无法事先预知,所以在此环节中用户的输入行为类似在搜索

引擎上输入搜索信息,从而可借鉴对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的“应知”的标准进行判断。 现

行法律对搜索链接服务的立法和司法经验中一直以来的观点,都认为对传输的作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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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搜索到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是否存在权利上的瑕疵先行作

出判断和筛选是不现实的,〔37〕 如果要求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对搜索内容和结果逐一审

核,则网络服务提供者要么严格控制规模,要么增加审核投入,二者都会严重妨碍互联网

产业的创新与发展,牺牲社会的整体福祉。〔38〕 因此当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仅根据用户输

入的搜索关键词提供链接,而且没有证据证明其中存在人工干预的痕迹时,搜索链接服务

提供者就不构成“应知”。 对于因用户重复搜索类似内容形成的搜索提示词,也因为庞大

的用户量、搜索量,以及搜索提示词即时性、动态变化、海量性特点,不可能要求平台承担

事先审核义务。〔39〕
  

同理,排除内容的同一性差异,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基于用户提示语生成内容,类似

于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对基于用户搜索关键词而链接到相应搜索结果,平台无法事前判

定所生成的内容是否包含侵权元素。 针对算法推荐展开的既有讨论也证明,过于严苛地

要求平台扩张事前必要措施,只会导致平台迫于压力采用过于严苛的政策进行过滤,既会

损害用户的合法利益,也会不当增加中小规模网络服务提供者的运行成本。〔40〕
  

基于上述推理,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是否因为提示语中包含侵权意图而构成应知,仍
然取决于平台是否存在直接影响用户设定提示语的行为。 如果平台仅被动地根据用户输

入的提示语生成内容,其功能就类似于搜索链接服务平台基于用户指令而提供链接的行

为,只要平台没有通过特定方式诱导使用者设定包含侵权要素的提示语,其应知义务认定

就应维持在自身信息管理能力的限度,回归适用《信网权司法解释》第 8 条第 1 款中“网

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具备的管理信息的能力”来加以判定,考量应知是否能够在现有技术

条件下直接阻止人工智能生成侵权内容。 如果平台在用户使用人工智能时以各种方式引

导用户输入引发侵权行为的提示语,则平台行为就类似于搜索链接服务提供者所提供的

“主动链接”服务,有理由推定平台方对所链接对象的具体内容具有可预见性。 类推适用

到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可以认为无论技术上是否有能力控制侵权内容的生成,平台都因

为这种主动行为而负有对生成内容的预知义务,应视为构成应知。〔41〕 从上述判定标准出

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所应采取的必要措施,可界定为事前尽可能降低人工智能算法在

经过提示后输出侵权内容的可能性,然而这意味着在技术层面需要考察是否能够通过

“调整模型参数”和“删除被训练语料库中的素材”来避免侵权。
  

在以往涉及信息存储空间服务的相关判例中,法院曾提出要求信息存储空间服

务提供者积极与上传者取得联系,对涉嫌侵权的内容是否原创或者具有合法授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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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张建华主编:《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释义》,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76 页;杨柏勇主编:《著作权

法原理解读与审判实务》,法律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333 页。
黄薇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释义》(下),法律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232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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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法院(2023)京 0491 民初 20794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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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核实。〔42〕 但从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现有技术原理来看,这一目标无法实现。 实际上,真
正的人工智能算法并非以类似“洗稿”的方式从语料库中直接复制原作品中的独创性元

素,而是通过使用包含原作品在内的语料进行训练的基础上自主生成新内容。〔43〕 提示语

引发人工智能算法生成了与既有作品构成实质性相似的内容并非是算法有意为之,而是

程序运行过程中暂时难以完全根除的错误所致。 究竟何种原因导致实质性相似,技术上

尚无结论,也无法预防。 再者,从现阶段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训练情况来看,平台对训练数

据的知晓程度也颇受限制。 不但实践中训练数据的收集和整理有很大比例是由第三方完

成,而且这种在训练语料收集和整理过程中的权利信息标注和披露,也极可能侵害他人的

隐私。〔44〕 因此平台在其信息管理能力内所能采取的必要措施,只能是事后针对已经稳定

呈现的具体提示语与侵权内容关联来修改人工智能算法,而不应要求平台在事前实现调

整模型参数来提前预防。

(二)“基于通知产生的必要措施”释义
  

在如今的互联网环境下,对于有效回应合格通知的必要措施界定,显然已经不限于仅

排除通知所发现的侵权内容,而是需要考量在何种程度上能够达到防止重复侵权。 对于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而言,一旦用户发现某种表述的提示语可以稳定生成特定类型的侵

权内容,此类行为将反复出现,因而防止基于提示语重复生成已被通知过的侵权内容,同
样是界定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法定必要措施范畴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根据《信网权司法

解释》第 9 条第 6 款,网络服务提供者是否针对同一网络用户的重复侵权行为采取了相应

合理措施,也的确是判定其是否构成应知的考量要素之一。
  

一直以来,立法对这种合理措施的要求,是建立在技术手段的基础上。 早在“避风

港”规则初次入法时,立法中就明确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采用“标准技术措施” ( standard
 

technical
 

measures)来阻止用户实施重复侵权。〔45〕 但由于当时寄希望于完全由著作权人

来承担实施技术措施的成本,导致何谓“标准技术措施”的“标准”始终无法达成共识,各
方只能从其他渠道应对重复侵权。〔46〕 这也是为何同样作为美国“避风港”规则中网络服

务提供者免责条件之一的“标准技术措施”条款名不见经传,且鲜有其他国家直接移植的

原因。 在互联网平台的信息管理能力显著提升后,欧盟又开始以“尽最大努力”阻止重复

侵权的立法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承担适用技术措施的成本,以此扩大平台法定必要措

施的范围。〔47〕 与此同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在实践中也因与版权产业主体在商业模式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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冲突而产生了相当的诉讼成本压力。 为了降低商业运作成本和诉讼成本的需要,一些主

流平台已经普遍采取包括算法过滤在内的技术手段来阻止重复侵权。〔48〕
  

鉴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所生成的是新内容,这种旨在通过技术比对实现过滤的手

段难以取得类似效果。 现有算法过滤技术的实现,一般包括“过滤—处置—异议”三个环

节。 在“过滤”环节中,“过滤”的启动实质上取决于权利人授权。 “过滤”的目的是确认

版权内容与用户上传内容之间的相关度与重叠度,通过数字指纹技术逐帧拆解用户上传

的文件,将其内容信息转换为对应的热图( Heat
 

Map)信息进行采样,据以完成实时“对

比”与“匹配”。 故平台在过滤之前,技术上必须先行获取作为参照对象的原作品。〔49〕 相

比之下,平台显然因所生成内容和原内容的差异而无法适用上述技术,因而阻止重复侵权

只能从语料和用户两个层面来尝试。 语料层面考量的关键是,回到平台是否有义务通过

“调整模型参数”和“删除被训练语料库中的素材”来阻止重复侵权。 但这种手段在论证

“知道或应当知道侵害行为应采取的必要措施”时已经发现,现阶段技术条件下人工智能

大模型一旦训练完成,其生成内容偶然复现特定侵权内容的原因暂时难以确定,更不可能

认定何种训练数据与所生成的侵权内容存在稳定关联,因此在“基于通知产生的必要措

施”中也无法纳入此项义务。 而用户层面的考量关键,在于是否应将封号等义务纳入平

台通知后的必要措施,以屏蔽侵权人的方式阻止反复侵权,〔50〕 以及平台是否建立已获取

合规通知提示语的数据库,采取算法或人工审核的方式屏蔽相关关键词的使用。 前者目

的在于将必要措施的实施对象从特定侵权行为转向特定侵权主体,后者目的在于提升平

台对反复侵权的管理效率。 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尝试把传统的必要措施更多扩张适用到

事前。
  

必要措施范围的扩张,并非专门针对人工智能的出现,而是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早有

突破。〔51〕 这种解释路径显然与欧盟《单一市场指令》 在扩张必要措施上的立法选择一

致。 然而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而言,反复侵权表现为相同或相近提示语引发了既有

作品独创性元素的复现,但每次呈现的方式会有差异,需要通过个案认定究竟应归于侵权

抑或合理使用,无法将所生成的内容一概认定为侵权。 因此司法裁判中针对直播平台和

视频分享网站提出的预知要求和事前必要措施,难以直接套用在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上。
但即使技术条件和成本不允许,并不意味着平台无需采取任何必要措施来阻止反复侵权。
在现阶段可承受的技术和成本下,平台有能力通过以下必要措施阻止反复侵权行为。

  

一是,在无法将作品库和生成内容进行算法比对的情况下,针对已得到权利人通知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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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定侵权内容中涉及他人作品的部分,可以采取内容标注的方式,提示用户该生成的结果

可能存在侵权争议。 我国相关行政规章已在其他涉及算法和人工智能的领域提出“标识

义务”。〔52〕 对于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涉及的著作权侵权争议而言,专门标识“此内容可

能存在侵权争议”的义务仍然需要落实到事前必要措施的解释中。
  

二是,保障用户的利益,构建有效的“转通知”和“反通知”渠道,避免著作权人和平台

为片面保障著作权而通过技术措施不当损害用户的自由表达。 对于平台方而言,在接到

通知后直接采取必要措施是最为节约成本和避免侵权风险的选择,更多围绕用户利益展

开的“转通知”和“反通知”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以至于我国法院开始借助司法判决

将“转通知”纳入平台必要措施的范围,并认为转通知能够起到“警示”侵权人的作用,一
定程度上有利于防止损害后果扩大。〔53〕 但针对“反通知”却缺少这样的考量,以至于用户

的利益在其中被忽略。 因此鉴于平台无法自行判断所提供的内容是否侵权,应通过对必

要措施的解释来保障用户有效反通知的渠道,以此制衡可能出现的通知和转通知的滥用。

五　 结 论
  

从保障产业发展的延续性和制度的可预期性出发,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侵权的认定

规则完全能够以现有的“避风港”规则来涵摄。 从技术层面看,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具有被

动性和不可预期性,平台并未直接向公众提供同一性的内容,而是根据用户的提示和引导

向不同用户生成个性化内容,所以仍然应被视为网络服务而非内容提供者。 从规范层面

看,“避风港”规则多年的本土化适用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司法经验来应对不同类型的网络

服务提供者,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在内容存储与输出上与信息存储空间服务和搜索链接

服务类型的相似性,使得在应知和必要措施范畴认定上的判例经验积累为平台著作权侵

权责任上提供了诸多可借鉴的解释经验。
  

在此基础上,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制度适用有必要坚持以下两点。 其一,在平

台主体资格的认定上,避免直接适用《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和《生成式人

工智能服务管理办法》等未明确区分提供服务和提供内容的行政规章,保障生成式人工

智能平台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主体定位。 其二,避免过分超越现行法律来谈论规制手

段,借助类推解释的方法来涵摄新问题。 专门为人工智能著作权问题设定新规的做法看

似“按需定制”,但也必然导致新旧规范的冲突和新规范对原产业的不当调整。 所以针对

生成式人工智能平台的特点,“避风港” 规则的具体化可以从“应知—必要措施” 和“通

知—必要措施”两个方面来加以专门解释,在明知和应知的认定上,可以类推适用信息存

储空间服务和搜索链接服务在典型判例上解释经验,同时仅在有证据证明特定提示语和

侵权内容之间的关联稳定地重复出现时,才应将修改特定模型参数纳入必要措施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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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of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Platforms
[Abstract]　 The

 

overlap
 

between
 

“AI
 

Generated
 

Content”
 

(AIGC)
 

and
 

“User
 

Genera-
ted

 

Content”
 

(UGC)
 

enables
 

online
 

users
 

to
 

conveniently
 

us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for
 

creation,
 

which
 

sparks
 

a
 

debate
 

on
 

whether
 

generative
 

AI
 

platforms
 

should
 

bear
 

copyright
 

in-
fringement

 

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ntent
 

they
 

generate.
 

In
 

addressing
 

how
 

generative
 

AI
 

plat-
forms

 

should
 

assume
 

liability
 

fo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relevant
 

regulatory
 

documents
 

in
 

China
 

do
 

not
 

clearly
 

distinguish
 

between
 

providing
 

content
 

and
 

providing
 

services.
 

This
 

lack
 

of
 

clarity
 

has
 

resulted
 

in
 

dual
 

challenges
 

for
 

platforms
 

in
 

selecting
 

and
 

applying
 

legal
 

sources
 

regarding
 

their
 

subject
 

status
 

and
 

grounds
 

for
 

liability.
 

Drawing
 

on
 

judicial
 

experience
 

from
 

both
 

foreign
 

jurisdictions
 

and
 

China’s
 

long-standing
 

application
 

of
 

the
 

“ safe
 

harbor”
 

rule,
 

courts
 

typically
 

analogiz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determination
 

rules
 

for
 

information
 

storage
 

space
 

service
 

provid-
ers

 

to
 

encompass
 

emerging
 

types
 

of
 

online
 

service
 

providers.
 

Although
 

generative
 

AI
 

platforms
 

differ
 

from
 

traditional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search
 

link
 

services
 

in
 

terms
 

of
 

content
 

source,
 

generation
 

process,
 

and
 

usage
 

mode,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refer
 

to
 

network
 

service
 

infringement
 

precedents
 

with
 

similar
 

legal
 

effects
 

when
 

determining
 

their
 

copyright
 

infringement
 

liability.
 

Generative
 

AI
 

platforms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scope
 

of
 

network
 

service
 

providers
 

to
 

avoid
 

concept
 

confusion
 

and
 

systemic
 

conflicts
 

arising
 

from
 

the
 

direct
 

translation
 

of
 

technical
 

concepts
 

into
 

legal
 

concepts,
 

and
 

to
 

address
 

new
 

issues
 

by
 

interpreting
 

necessary
 

ex
 

ante
 

and
 

ex
 

post
 

measures.
 

Based
 

on
 

established
 

interpretative
 

rules
 

and
 

judicial
 

precedents
 

for
 

information
 

stor-
age

 

space
 

services
 

and
 

search
 

link
 

services,
 

the
 

elements
 

for
 

determining
 

infringement
 

by
 

gener-
ative

 

AI
 

platforms
 

can
 

be
 

addressed
 

through
 

the
 

interpretation
 

of
 

“constructive
 

knowledge-neces-
sary

 

measures”
 

and
 

“notice-necessary
 

measures”.
 

Regarding
 

“constructive
 

knowledge-necessa-
ry

 

measures”,
 

whether
 

a
 

generative
 

AI
 

platform
 

constitutes
 

constructive
 

knowledge
 

due
 

to
 

the
 

inclusion
 

of
 

infringing
 

intent
 

in
 

prompts
 

should
 

depend
 

on
 

whether
 

the
 

platform
 

directly
 

influ-
ences

 

users’
 

prompts.
 

As
 

long
 

as
 

a
 

platform
 

does
 

not
 

induce
 

users
 

to
 

set
 

prompts
 

containing
 

in-
fringing

 

elements
 

through
 

specific
 

means,
 

its
 

obligation
 

of
 

constructive
 

knowledge
 

should
 

be
 

lim-
ited

 

to
 

its
 

ow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apabilities.
 

It
 

should
 

be
 

required
 

only
 

to
 

modify
 

the
 

AI
 

algorithm
 

ex
 

post
 

based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he
 

specific,
 

stably
 

presented
 

prompts
 

and
 

the
 

infringing
 

content
 

rather
 

than
 

to
 

adjust
 

model
 

parameters
 

ex
 

ante
 

to
 

prevent
 

infringement
 

in
 

ad-
vance.

 

Regarding
 

“notice-necessary
 

measures”,
 

on
 

the
 

one
 

hand,
 

a
 

platform
 

should
 

label
 

con-
tent

 

involved
 

in
 

infringement
 

disputes
 

with
 

electronic
 

watermarks
 

to
 

indicate
 

potential
 

infringe-
ment

 

issues.
 

On
 

the
 

other
 

hand,
 

generative
 

AI
 

platforms
 

should
 

be
 

required
 

to
 

establish
 

chan-
nels

 

to
 

ensure
 

effective
 

counter-notices
 

from
 

users
 

so
 

as
 

to
 

prevent
 

potential
 

abuse
 

of
 

notices
 

and
 

notice
 

forwarding,
 

and
 

safeguard
 

users’
 

intere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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